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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通过对东南沿海四个城

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可以探讨就业质量、城市社会包容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

其路径。研究发现，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具体而言，较高的工资水平、加入工会、参
加职业培训、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等因素会改善农民工健康，而超时劳动、居住在单位等因素则会恶化其健康。
同时，对城市社会包容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健康，在就业质量与健康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因此，要真

正提升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仅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更要推动城市建设向包容性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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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健康的人民也是国家强大之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①关注农民工健康，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全民

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仅对农民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很重要，而且关系到我国新

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近年来关于健康及其不平等的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但是相关研究

比较关注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人们生活的社会场域关注较少。本文采用经济社会学视角，通过对东南沿

海四个城市的实证调查，分析经济领域中的就业质量和社会生活中的城市社会包容状况对农民工健康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农民工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最早起源于流行病学研究。从身体机能角度来看，健康主要是指一个有机

体处于安宁的状态即没有疾病或没有生理机能失调。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由压力引发的情绪问

题，健康主要是指情绪良好或快乐的状态。经济学从资源或资本角度看健康，把健康视为一种重要的人

力资本，认为健康是人们投资的结果。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健康可以解释为已社

会化的个人完成角色和任务的能力处于最适当的状态”( 沃林斯基，1999: 124) 。目前人们普遍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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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概念是 1946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即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消除羸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

适应的完好状态。
本文主要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健康问题。既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总体健康状况较好，但普遍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 牛建林等，2011; Zhong et al．，2018) ; 与其他群体尤其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健康状

况较差( Zhong et al．，2013) 。但也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并没有比一般人群更突出( 刘林平

等，2011) ，甚至明显优于城市居民( Li et al．，2014) 。这可能与农民工以经济为取向的城乡流动对年

轻、健康劳动力的内在选择有关( 牛建林，2013) 。这一结果也符合国际移民研究中的“健康移民假说”，

即迁移者的健康状况优于迁入地居民。此外，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更严

峻的健康风险( 徐金燕、蒋利平，2018) 。
关于影响农民工健康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特征、城乡迁移、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等都与农民工的

健康有关。在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健康均有一定影响，女性、未婚者、年龄较大的

农民工健康状况更差( 刘林平等，2011; Li et al．，2014) 。关于教育，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拥有更

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对健康又具有削弱

作用( 王甫勤，2011) 。城乡迁移的频率与范围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健康。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工

作越稳定，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就越好( 罗竖元，2013) ; 跨省流动则会削弱农民工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

加重农民工的心理负担( 王建，2018) 。此外，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伴随的社会歧视、文化差异、
语言障碍等压力都会不同程度地引发农民工的健康问题( 王春光，2006) ，如果做好迁移前的准备以及

对迁入地抱有美好期望则可以缓解迁移压力对健康的损害( 徐金燕、蒋利平，2018; 何雪松等，2010) 。
关于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健康( 胡荣、陈斯诗，

2012) ，但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社会支持来实现，社会支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和交流，有助于

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归属感和认同感。
( 二)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的健康

健康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基本特征，还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往对农民工健康的考察主要集中

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对环境因素的关注较少。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流动的主要驱动力，因此，需要

着重关注就业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关于就业与健康关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阐述。马克思认为，“劳动对于

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

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到摧

残”( 马克思，1979: 47) 。劳动过程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是员工愿意劳动

的前提，而不良的通风和照明、噪音以及不恰当的办公布局等都会增加员工患职业病的风险 ( Chan-
drasekar，2011) 。除了物理环境，工作氛围等人文环境对健康也有较大影响，工作压力过大会导致员工

缺乏自信，悲观抑郁，进而导致工作动力降低，加剧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 Buunk et al．，1998) ; 生产管理

体制也对劳动者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在富士康，工厂的过度规训对劳动者的健康造成了难以弥补的

创伤( 程平源等，2011) 。
虽然上述研究探讨劳动过程和就业环境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但往往囿于某一维度，难以从总体把握

劳动者的工作状况。而就业质量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性概念，是就业状况好坏的整体反映。
就业质量概念最早起源于 1999 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即劳动者在自由、平等、保证安全

和个人尊严的前提下，获得体面、高效的工作机会。之后学者们从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工
作安全、劳资关系以及工作福利等维度考察就业质量，也有学者把工作满意度纳入其中( Llorente ＆
Macías，2005) ，使得就业质量的概念更加科学严谨，但是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就业质量测量标准。

关于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对二者关系的直接探讨，但就业质量的具体维度比

如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劳动权益保障、工作满意度等已被证实与农民工的健康密切相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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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作为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是个体消费能力及获取医疗保健资源能力的直接反映( 王甫勤，2011) 。
收入水平越高，个体出现健康风险的概率越小。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高收入

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劳动付出，对健康具有损耗效应( 牛建林等，2011) 。此外，农民工普遍存在超时工作

问题。长时间工作挤占了农民工的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及与家人共处的时间，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具有

负面影响( 程平源等，2011) 。劳资关系是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是否获得公平对待的直接反映。长期

遭遇拖欠、克扣工资等问题，加剧农民工的心理负担。工会的建立虽然为农民工提供了与雇主协商谈判

的条件，但由于工会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非常有限( 游正林，2010) 。而劳动合同

的签订、社会保险、职业培训与安全教育可以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提升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农民工的

健康发挥着积极作用( 杜鹏程等，2018) 。工作满意度是个体对其劳动过程的情感体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

有助于提升个体幸福感，缓解职业倦怠( 徐延辉、王高哲，2014a) 。此外，职业类型、职业风险、企业规模等

等也与农民工的健康相关( 刘林平等，2011)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其健康状况越好。
( 三) 城市社会包容感知

社会包容虽为社会政策常用概念，但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界定，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过

程观”、“结果观”和“综合观”。“过程观”认为社会包容是个体能够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动态

过程( 克莱德，2012) ;“结果观”认为社会包容是指社会制度体系对不同特征的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的接

纳和认同，使处于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能够实现权力的共享和利益的分享( 谭日辉，2017) ;“综合观”则

认为社会包容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社会包容关注社会的整体性，强调把全部社会群体整合到

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服务、住房和教育等社会体系中，使个体有机会参与到与其日常生活相关的

各种社会关系中，通过参与改进其弱势身份，免于遭受社会排斥( Walker ＆ Wigfield，2004) 。
城市社会包容感知是个人对城市社会包容度的一种主观判断，即个人对城市居民友爱互助、开放共

享等社会态度的感受和评价。与社会包容相对立的是社会排斥。既有研究发现，对社会排斥的感知与

个体的健康密切相关，例如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出现抑郁、心理困扰和焦虑等精神健康问题以及高血

压、肥胖和乳腺癌等身体健康问题( Williams et al．，2003; Williams ＆ Mohammed，2009) 。农民工游离于

城乡之间，徘徊在城市边缘，遭受多重压力。在经济上，农民工的工作主要分布在低端劳动力市场; 在社会

交往上，对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主要是老乡和同事，很难融入城市居民生活圈。农民工这种“半城市化”的生

活状态，使其无法感受城市社会包容所体现的广泛吸纳与认同，甚至割裂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连接感，

容易导致农民工位置感和归属感的丧失，加剧农民工的健康风险。Lin 等( 2011) 基于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和感知到的社会不平等经历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反，

感知到城市居民的友好态度和社会支持，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缓解城乡迁移带来的“相对剥夺

感”( 吴敏等，2016) 。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 2: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感知越高，其健康水平越好。
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的立足之本，就业质量的高低是农民工感知城市社会包容、融入城市生活的重

要因素( 徐延辉、王高哲，2014a) 。农民工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约束，长期被限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

就业过程普遍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及劳动权益无法保障等问题，这种隔离和排

斥状态进一步拉大了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削弱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Noor 和 Shaker( 2017)

基于对马来西亚移民工人的研究，发现在整个就业过程中长期存在对劳工的歧视现象，而移民工人对于

工作场所受到歧视的感知，对其心理健康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移民工人产生孤独感和疏离感，难

以融入移民国。这说明，移民工人对城市社会包容的感知可能是就业与其健康之间的中介机制。由此

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3: 就业质量可以通过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的感知影响其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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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组于 2016 年

对厦门、深圳、东莞、苏州四个城市展开抽样调查。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即户籍在农村、人在城

市务工的流动人口，具体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 1 个月以上，年龄在 15—64 周岁之间的劳动人口。
由于农民工群体自身流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无法获得完整的抽样框，因此，本调查按性别、职业、城市

等进行配额抽样，四个城市共发放问卷 1 370 份，其中有效样本 1 291 份。样本概况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类别变量 样本数 百分比( %)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女

618
653

48．6
51．4 年龄 32．273 9．137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920
371

71．3
28．7 受教育年限 7．670 2．688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

921
370

71．3
28．7 流动时间 7．021 6．304

(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健康

对于健康状况，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采用个人主观自评健康进行测量。因此，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访者

“您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来测量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答案分为“很不健康”、“不健康”、“一般”、
“比较健康”、“很健康”五类，将前两类合并为“健康状况较差”，后两类合并为“健康状况较好”。统计

发现，“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占 9．4%，“健康状况一般”的农民工占 29．5%，“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

工占 61．1%。对上述 3 类，本文依次赋值为“1—3”。
2． 自变量: 就业质量

本文把就业质量分为客观就业状况和主观评价两个层次，操作化为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工作福利、
劳动权益保障、发展机会、工作满意度 6 个维度。具体来说，工资水平用个人月工资收入表示，以收入对

数纳入模型分析; 工作强度以周工作时间表示①; 工作福利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和是否在单位居住表

示; 劳动权益保障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加入工会表示; 发展机会以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表示; 工

作满意度以农民工对其工作的主观评价表示。本文对就业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将就业质量各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xnorij =
( xij －minj )

( maxj－minj )
( 1)

( 1) 式中，xnor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i 代表农民工个体，j 代表就业质量的 6 个维度指标，maxj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minj为 j 维度指标的最小值。由于工作时间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呈负相关，因此本文用

1 减去标准化处理后该指标的差来表示周工作时间。
然后确定各维度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等权平均法计算就业质量指数，为方便解释该指数含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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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计算结果乘以 100，得出总体的就业质量指数:

Qi =
1
6∑

6

j = 1
xnorij × 100 ( 2)

3． 中介变量: 城市社会包容感知

本文通过群体差距感知、社会歧视感知、社区包容感知、社会距离感知四个维度测量农民工对城市

社会包容的感知状况。群体差距感知用“您认为下列群体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男人与女人; 老人与年轻

人; 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者”测量。社会歧视感知用“在这一年中，您有没有因为以下原因受到歧视: 农

村人; 职业; 消费水平; 年龄; 性别; 外地人; 普通话水平; 技术水平; 学历; 患有某种疾病”测量。社区包

容感知用“根据您所在的社区情况，判断下列说法的符合程度: 社区有意识地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 社

区能接纳不同背景的人; 外来务工人员也能参与社区事务”测量。社会距离感知用“您是否愿意与城市

居民: 一起聊天; 成为同事; 成为邻居; 成为好朋友; 结为亲家”测量。
将以上四个维度 20 个指标在问卷中的回答转化成 0—1 之间的得分，然后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

为 0．630，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抽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主观感知因子”、“客观感知因子”，并按照方差贡献率形成“城市社会包容感

知因子”。因子的具体指标见表 2:

表 2 城市社会包容感知因子分析

项 目 主观感知因子 客观感知因子

群体差距感知 0．746 0．107
社会歧视感知 0．779 －0．003
社区包容感知 －0．115 0．825
社会距离感知 0．144 0．760

特征值 1．287 1．107
解释方差( %) 30．756 27．927

4． 控制变量

基于既有研究，农民工的健康还会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流动时间、流动范围等因

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也把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三 研 究 发 现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是有序分类变量，为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选取 Complementary log-log 连接函数，并且模型通过平行线检验，具体回归结果

见表 3。模型 1 为基准模型，模型 2 为就业质量总指数模型，模型 3 为就业质量各维度模型，模型 4 为城

市社会包容感知模型。
从模型 1 来看，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显著。已婚农民工具有更好健康的概率

是未婚者的 1．343 倍，说明婚姻对健康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其他变量在本研究中对农民工健康不具

有统计显著性。
在解释变量中，模型 2 显示，总体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显著，就业质量较高的农民工健康状

况更好的概率是就业质量较差者的 1．022 倍，假设 1 得到支持。但就业质量各维度对健康的影响存在差

异。从模型 3 可以看出，个人月收入、周工作时间、居住在单位、工会、职业培训、工作满意度是显著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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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作为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是对农民工健康的有效预测变量。研究结果显示，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得到改善，月收入更高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更好的概率是收入

较低者的 1．439 倍。一定的经济收入为农民工的健康保健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工资收入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防范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健康风险。而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健康具有严重的

损耗效应，每周工作时间较少的农民工比超时工作者健康状况更好的概率高 10．9%。本研究中农民工

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占 59．7%，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4 小时的占 72．2%，严重超过了《劳动法》对

工作时间的规定。长期超时劳动，严重透支了农民工的体力、精力，压缩了个人的休息活动时间，降低了

其生活品质，由此可能诱发多种生理和心理疾病。
工作福利维度中居住在单位指标对农民工健康具有负向影响，未居住在单位的农民工比居住在单

位者健康状况更好的概率高 37．9%，与研究假设相反。已有研究表明，这种利用工厂宿舍临时安置工

人，并进行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工形态称为“宿舍劳动体制”(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工作生活居住

一体化不仅加剧了工人劳动异化的程度，更强化了雇主对劳动者身体、意志及行为的规训( 任焰、潘毅，

2006)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无论是单位提供的宿舍，还是自租房，抑或是其他住房形态，农民工的城市住

房普遍由于居住空间狭小、卫生条件差、生活配套设施不健全、舒适度较差等问题，无形中损害着农民工的

身心健康。因此，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提升其健康水平有效途径，才能真正使农民工在城市中
“安居乐业”。社会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作为维护健康的一道屏障，能够有效地缓解因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而出现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能够有效降低弱势群体陷入长期多维健康

贫困的风险( 白晨、顾昕，2019) ，但本研究发现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因为当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医疗保险体系不完善，农民工群体存在缴费不公平、报销手续繁琐、给付水平较低等

问题，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健康的保障作用( Guan，2017) 。
劳动权益保障维度中加入工会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健康水平，加入工会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更好的概

率是未加入者的 1．209 倍。工会是雇佣关系制度化的重要体现，为农民工提供了与雇主协商谈判工作

表 3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影响的有序 Logistics 回归结果

项 目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B( SE) Exp( B) B( SE) Exp( B) B( SE) Exp( B) B( SE) Exp( B)

控制变量
性别a

年龄

－0．025( 0．097)
－0．006( 0．007)

0．975
0．994

0．077( 0．110)
0．000( 0．008)

1．080
1．000

0．045( 0．114)
－0．004( 0．008)

1．076
0．996

0．033( 0．134)
－0．005( 0．010)

1．034
0．995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b
0．033( 0．019)

0．295* ( 0．130)
1．034
1．343

－0．012( 0．022)
0．071( 0．146)

0．988
1．074

－0．023( 0．023)
0．155( 0．150)

0．977
1．067

－0．027( 0．026)
0．242( 0．175)

0．973
1．274

流动时间

流动范围c
－0．008( 0．008)
0．008( 0．111)

0．992
1．008

－0．007( 0．010)
0．116( 0．127)

0．993
1．123

－0．006( 0．010)
0．151( 0．129)

0．995
1．239

－0．008( 0．011)
0．074( 0．154)

0．992
1．077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指数 0．022＊＊＊( 0．003) 1．022 0．020＊＊＊( 0．004) 1．020
工资水平 个人月收入 0．364* ( 0．149) 1．439
工作强度 周工作时间 －0．115＊＊＊( 0．030) 0．891

工作福利
社会保险d

居住在单位e
0．236( 0．137)

－0．477* ( 0．210)
1．266
0．621

劳动权益保障
劳动合同f

工会g
0．177( 0．153)

0．190* ( 0．088)
1．194
1．209

发展机会 职业培训h 0．449＊＊( 0．151) 1．567
工作满意度 主观工作满意度 0．661＊＊＊( 0．068) 1．937

城市包容度感知 城市包容因子 0．439＊＊＊( 0．062) 1．551
N 1 174 958 958 693

－2LL 1 916．365 1 614．196 1 532．308 1 096．246
LＲ chi2 9．338 54．958＊＊＊ 136．847＊＊＊ 92．993＊＊＊

注: * P＜0．05，＊＊ P＜0．01，＊＊＊ P＜0．001;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参照类别: a 女性; b 未婚; c 跨省流动; d 未参加社会保险; e 不在单位居住; f 未签订劳动合同; g 未加入工会; h 参加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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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工作福利等劳动权益保障的途径，有助于协调劳资关系，降低农民工的健康风险。本研究发现工

会对农民工健康的这种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性质决定的。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和外资企业

对工人权益的侵犯现象比较普遍，劳资冲突更为严重，因此，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在私营和外

资企业中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本研究中 78%的被访者所在企业为私营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

占比仅为 5．5%，所以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对农民工健康的改善作用。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农民工

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约率，但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

突出，比如在本次调查中，签订三年以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占总样本的 76．6%。同时，还存在劳动

合同签订不规范、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很难发挥“合同”对农民工健康的保护作用。
职业培训和工作满意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健康的重要因素，参加过职业培训和对工作满意度高的农

民工健康状况更好的概率分别是未参加者和满意度较低者的 1．567 倍、1．937 倍。农民工受人力资本的

约束，长期被限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而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农民工劳动力素质，实现正规就业的有

效方式。我国农民工普遍缺乏职业安全和健康保护的意识。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计，我国

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 70 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12) 。对农民工进行就

业前和就业中的职业培训，有利于降低工伤事故以及职业病的发生频率。工作满意度是劳动者对其就

业状况的整体评价，工作满意度越低，越可能产生厌倦烦闷等消极情绪，由此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
关于中介变量，从模型 4 可以看出，对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感知显著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感知城市

社会包容度较高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更好的概率是感知包容度较低者的 1．551 倍。同时，我们发现，模型

4 在加入城市社会包容感知变量之后，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影响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相较于模型 2
变小了，因此，城市社会包容感知可能是就业质量与健康的中介变量。

为了检验二者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我们做了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城市社会包容感知影响的 OLS 回归

分析( 见表 4) 。控制变量上，性别和年龄对城市社会包容感知具有统计显著性。女性和年龄较低的农

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度感知较高。对于预测变量，模型 6 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社会包容感知也

具有正向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按照温忠麟等( 2014) 新的中介效应检验思路，可以认为城市社会包

容感知在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为了准确检验城市社会包容感知的中介效应，我们再进行 Bootstrap 检验。通过 Bootstrap 抽样 1000

次后得出 ab 为 0．0014，95%的置信区间为［0．005，0．002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4．9%( ab /c =
0．0014 /0．0094) 。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

表 4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感知的 OLS 回归结果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a －0．145* ( 0．066) －0．189＊＊( 0．027)

年龄 －0．014＊＊( 0．005) －0．009( 0．006)

教育年限 0．019( 0．013) 0．013( 0．014)

婚姻状况b －0．015( 0．087) －0．116( 0．094)

流动时间 －0．001( 0．006) －0．002( 0．006)

流动范围c －0．117( 0．074) 0．091( 0．080)

就业质量 0．007＊＊( 0．002)

常数 4．382＊＊＊( 0．195) 4．002＊＊＊( 0．234)

N 830 693
调整后的 Ｒ2 0．032 0．044

F 值 5．511 5．608

注: * P＜0．05，＊＊ P＜0．01，＊＊＊ P＜0．001;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参照类别: a 女性; b 未婚; c 跨省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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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论 与 讨 论

本文基于东南沿海四个城市的实地调查，探究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

现，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总体较好，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 牛建林等，2011) ，但由于缺乏相关数据，

难以比较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普通市民的差异。关于影响农民工健康的因素，本研究发现:

第一，就业质量会影响农民工健康。从具体维度看，较高的工资水平、加入工会、参加职业培训、较
高的工作满意度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健康，而超时劳动、居住在单位则会加剧农民工的健康风险。第二，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包容感知越高，越有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第三，较高的就业质量有助于提升农民工

对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感知，进而提升其健康水平。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推动城市社会包容发

展是改善农民工健康的重要路径。这些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就业作为农民工城市社会生活的主要场域，高质量的就业是其实现个体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前提。

因此，要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需要在就业过程中推行包容性就业政策，减少就业中的排斥和不

平等，推动农民工正规就业和体面就业的实现。具体来说:

首先，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必要前提。受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就业保护

政策的限制，农民工面临就业机会较缺乏，待遇不平等等问题，这些因素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因此

必须大力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打破市场壁垒，构建公平的就业环境; 同时进行相关反歧视立法和教育，

弱化劳动力市场的歧视问题，促进公平就业。
其次，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面向农民工自身特点开展系统的、有针对性

的职业技能、职业安全及相关就业维权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切实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就业能力及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再次，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规范的监督和引导，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贯彻推行新《劳动合同》

等法律法规的施行，保障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效果; 完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 建立标准化、灵活化的

工时模式; 健全企业工会制度，切实发挥好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保障劳工权益等方面的作用; 增强企业

社会责任感，关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必要时提供疏导帮助。
2000 年联合国人居署在《世界城市报告》中首次提出“包容性城市”概念，强调城市中的每个人，不

论性别、年龄、宗教信仰、财富，都可以利用城市提供的机会参与生产性活动，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提升

农民工健康，需要在城市社会倡导包容理念，推动城市建设向包容性城市发展。通过发布政策法规、加
强宣传教育等方式，消除歧视，引导全社会形成一种开放、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保障农民工在劳动力

市场中公平就业的实现，使包容性理念内化成城市个体的自觉行动，唯其如此，农民工群体才能真正融

入城市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
(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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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mployment Quality，Urban Social Inclusion 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 by XU Yan-hui ＆ LI Zhi-bin)

Abstract: With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and
urban social inclusion on migrant workers health statu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migrant workers in four
southeast coastal cities in China，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their health status． Specifically，higher income，the participation in trade unions，the participation in
vocational trainings，and higher job satisfaction contributes have positive effect，while working overtime and
living in dormitory are negative． Besides，another significant element is migrant workers’sense of urban social
inclusion，which plays a role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and health status． Therefore，to
improve migrant workers’health status，we should not only further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quality but
promote urban social inclusion as well．

Keywords: employment quality，urban social inclusion，migrant worker，health statu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Ｒural Household at Urban Migrant Labor Market
( by CHEN Jie and GUO Xiao-xin)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abors mainly focuses on the wage
difference among labors with local household and migrant labors，but nearly no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wage difference and potential discrimination among migrants with urban household and those with rural
household． Nonetheless，the comparability between local labor and migrant labor is low while much higher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of migrant labors． Moreover，rural migrant labors may be more sensitive to unequal
treatment and discrimination among migrant labors． Ｒesearch on this issue therefore would be significant for
policy mak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how the
situation abou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abors with rural household holders in the Chinese urban migrant labor
market．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we conduct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n the phenomenon and mechanisms
regarding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migrant labors． We employ the Oaxaca-Blinder model and
data from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 CMDS ) by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P．Ｒ． China for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household holders at urban migrant labor market prevails in most of the Chinese cities． On the aver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household holders can explain 30—40% of the wage difference between migrant
labors with rural household and migrant labors with urban household． Meanwhile，the extent of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due to rural household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subgroups of rural migrant labors who differ in
genders，age，and industries． Further，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city-level magnitud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household holders will first decline and then rise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city size，appearing in
a U-shaped cur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Ｒ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household holders while carrying out household system reform
to eradic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household holders at migrant labor market． Differential treatments
based on household such as 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benefits ought to be lifted off． Meanwhile，cities should
advance household system reform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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